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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代表作《漫长的20世

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于1994年首次出版,该书运用布

罗代尔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方法,考察了七百余年来资本积累与国

家形成之间的变化,构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周期理论,

被誉为阐述和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演变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经典之

作。美国激进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于1996年撰写

了《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当代经济停滞》一文,提出了有关《漫长的20世

纪》的三点批评,阿里吉于1997年回应了波林的三点批评,波林此后

又进行了简短的再次回应。这三篇文章构成了阿里吉同波林之间围

绕《漫长的20世纪》的一场重要学术辩论,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三

大核心议题:金融扩张的运行机制、霸权更迭的因果逻辑及其研究方

法论。这场辩论不仅展现了马克思经济学阐释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

生命力,更揭示了历史制度分析的重要性,还为我们理解21世纪金融

资本主义的本质提供了重要洞见。正如波林在《再次回应乔万尼·阿

里吉》中所言,“这场纸上辩论在激荡思想之余,也照见了某些真知”,

本刊特译介此组文章以飨读者。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当代经济停滞
*

罗伯特·波林/著 张雪琴 邱昊龙 陈模玲/译**

将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两大时期现已几无争议。第一大时

期为二战后一直持续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其
典型特点在于经济高速增长、低失业率、经济波动较小以及大众尤其是工人阶

级队伍中白人男性群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二大时期为20世纪70年代

初持续至今的“铅时代”(The
 

Leaden
 

Age),其典型特点在于经济增长缓慢、高
失业率、经济波动严重以及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或不断下滑。这一

根本性经济巨变亦重新定义了西方政治。“黄金时代”的诸多成功当时被归因

于政府对市场的大规模干预,这类干预旨在缓解经济的严重波动以及战前资本

主义在财富、收入和机会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平等。随着“铅时代”的到来,处
于支配地位的“大政府”制度让位于日益崛起的“撒切尔 里根”主义,后者无条

件地支持大企业且同样无条件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向下再分配。
“黄金时代”到“铅时代”这场巨变的突出特征之一在于金融市场及其活动

的变化。“黄金时代”的特点是实际利率低、私人债务水平不高、金融市场投机

交易相对较少,且金融总体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性。这一时期,无论是在

国内经济中还是在拥有更广阔空间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广泛的政府干预均普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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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其中国际货币市场政府干预主要通过以固定汇率制度为典型特征的布雷顿

森林体系来进行。推行政府干预政策的理由不难找到,因为投机性金融市场的破

坏性力量———这尤以1929年华尔街股灾为最———是经济大萧条的主要肇因。

相形之下,“铅时代”的特点则是实际利率前所未有地攀升、私人债务水平

回升、投机性金融市场活跃度复现以及金融危机频繁出现———最近一次则是由

墨西哥比索崩溃而引发的1995年12月危机①。同“铅时代”金融模式相伴随的

则是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逐步取消,其中又以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

体为典型。“铅时代”投机性金融活动复现和金融监管的弱化也为金融资本家

优先关注紧缩货币、高利率和低通胀创造了条件,从而确立了西方国家经济政

策的可接受范围。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漫长的20世纪》是一部雄心勃勃的

作品,如其副标题所示,它旨在阐释“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而这正是

资本主义从“黄金时代”到“铅时代”转变的具体历程②。这项研究的论证前提即

是当前时期确实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场巨变。然而,这一巨变本身也是西

方资本主义自14世纪以来即已存在的常态。因此,有必要参照既往转型过程

来评估当前,以理解产生变革的力量以及这场变革的最可能结局。正如马克思

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③,阿里吉则

致力于让这些幽灵般的联系在光天化日下现原形。

漫长世纪中的金融扩张

阿里吉认为当前时期很可能是贯穿“漫长的20世纪”这一历史过程的终

结。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两大根本性变化构成了漫长20世纪的起点:一是

英国衰落和美国崛起为资本主义霸权大国;二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首次经历从

19世纪70年代初持续至90年代中期的长期经济衰退。阿里吉提出20世纪70
年代构成了这一漫长世纪终结的开端,因为这时我们开始观察到金融资本权力

的不断上升和投机性金融活动的日趋蔓延。事实上,阿里吉研究的一大核心论

点即是这类“金融扩张”时期标志着现行资本主义秩序“秋天”的来临,并会逐步

①

②

③

墨西哥比索危机系1994年12月20日因比索贬值引发,通常按照爆发标志称为1994年墨西哥

比索危机,不过这场危机的核心冲击及其应对贯穿了1995年,此处作者可能笔误,应为1994年12月危

机。———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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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位于某种新秩序。阿里吉认为,贯穿“漫长的20世纪”的转型模式与此前三

个“漫长世纪”———热那亚主导的16世纪、荷兰主导的17世纪和英国主导的19
世纪———具有可比性。他在研究结束之际提出的问题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

日本资本主义及相应的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崛起是否将取代美国霸权。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系首位提出下述观点的学者,即每一

漫长世纪都以金融扩张“秋天”的出现为典型特征。然而,布罗代尔对这一分析

模式所提出的问题远甚于其所能回答的。金融扩张与漫长世纪之间的更迭究

竟存在何种关系? 阿里吉接纳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有关布罗代尔的

尖锐批评,即布罗代尔从未对他所观察到的上述关系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或

者更准确地说,蒂利认为布罗代尔提出了诸多相互替代甚或彼此冲突的解释,

以致完全不能对此提出任何严谨观点①。尽管如此,阿里吉坚信布罗代尔确实

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漫长周期演化中的某种根本图式。因此,《漫长的20世纪》

旨在为理解布罗代尔所发现的图式提供一个更为一贯的分析框架。阿里吉写

道:“我让布罗代尔在世界史实的汹涌大海上迎风破浪,而给自己挑选了一个很

轻松的任务,把他提供的十分丰富的设想和阐释整理加工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

系的崛起和全面扩张的一个简洁、前后一致和言之有理的解释。”②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阿里吉研究目标的窄化。相反,《漫长的20世纪》具有

全景式视野,涵盖了极其丰富的主题。阿里吉最基本的关切在于探讨同四个漫

长世纪相对应的四大“体系积累周期”(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的内在

动力。这尤其包括对下述过程的解释:在四大周期中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经济增

长轨迹的主导特征。

然而一旦讨论该问题,自然会出现一系列其他问题。其中之一即是阿里吉

对漫长世纪与金融扩张的分析同现有大量基于康德拉季耶夫有关资本主义积

累长波概念的文献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问题。阿里吉认为有关康德拉季耶夫

长波(Kondratieff
 

waves)及其“长周期模式”的文献过度关注价格随时间的周期

性变动。他认为这并非某种有效的研究进路,因为它轻易回避下述核心问题:

资本主义内在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催生长周期。据此,阿里吉提

出了作为理解资本主义长期发展替代方法的历史绘图法,因为它提供了“比长

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更加令人信服地、更加可靠地说明现代世界体系中最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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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资本主义特色的东西”①。

阿里吉的研究聚焦于四大体系积累周期中相继占据霸权地位的国家/政

体: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也自然而然地将其置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近著《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所代表的学

术脉络中②。阿里吉旨在为此问题提供迄今最彻底的分析框架。他的研究主要

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其长期秉持的“世界体系”视角。不过他也吸纳了

某些出人意料的理论洞见。其中包括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历史模型,

该模型认为重商主义通过降低贸易风险而发展;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有关现代公司本质上是最小化交易

成本工具的观点;以及当代关于“弹性专业化”作为新兴高生产率形态的相关论

述,它们构成了对大公司制的挑战。
此外,所有这些主题根本上仍然是为了解释当代并展望未来。因此,阿里

吉将其分析进一步推向了系列重要争论,其中包括二战后的冷战如何助推进而

削弱美国霸权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根源、东亚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

的区别及当前“铅时代”中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源等议题。毫无疑

问,阿里吉完成了一部视野恢宏的学术巨著。有鉴于此,我们理应认识到他不可

能在处理所有相关议题时都获得同样成功,也不可能构建出一个在所有层面都一

以贯之且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那么,他此番努力的利弊短长究竟如何?

组织结构与霸权力量

阿里吉在领土支配与经济组织形式的关系上提出了某些具有挑衅性

(provocative)的理论洞见。他认为,区分四大体系积累周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

于霸权是通过“外延式”还是“内涵式”控制模式来实现的。他提出热那亚与英

国的霸权得益于成功拓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领土范围;而荷兰与美国霸权则

属于“内涵式”控制模式,其本质在于通过对既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重组深

化而非空间扩张以实现霸权更迭。
因此,世界体系就在外延式霸权和内涵式霸权之间交迭。每种控制模式的

弱点终将超越其优势,从而为新的积累体系和新的霸权开辟空间。热那亚和英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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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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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系要求它们能够在日益扩张的被征服领土上维持其政治和经济控制,而这

种能力注定面临极限。相应的,以重组既有帝国疆域为主要控制模式的荷兰和

美国体系,一旦重组变得过度压抑且压制,它们在巩固权力时同样会面临极限。

但是这些极限究竟何时达到?

对此,阿里吉富有成效地借鉴了各种不同的企业组织理论并提出了新洞

见。他提出,大英帝国正是围绕今天所谓“弹性专业化”体系组织而成。其特点

是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整合而成的全球中小企业网络,国家在其中同时充当英国

企业的保护人和中转站,“通过成为世界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中转站,大英帝国为

在其霸权所辖经济空间和制度疆域内建立的企业创造了独特机遇,使其得以专

业化从事高附加值活动,从世界任何碰巧更便宜的地方获取投入,并将其产品

销往任何碰巧能卖到最高价的地方”①。

然而,这一体系的弱点恰恰在于:其在成功扩张领土的同时也暴露出霸权

内部日益扩大的空隙,从而使与之竞争的资本主义企业趁虚而入。一旦竞争对

手站稳脚跟,激烈的价格战便随之产生,即便是霸权国英国的企业也难逃冲击。

因此,阿里吉认为,英国“弹性专业化”体系所固有的扩张性,为竞争型资本家创

造了压低价格的机会,最终引发了19世纪70年代的价格通缩与萧条。

德国尤其是美国的公司组织形式(form
 

of
 

corporate
 

organization),正是作

为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竞争的某种方案而兴起的。正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所

言,现代公司制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通过重组取代了那种由自由市场将众

多小型企业松散联结起来的旧体系。企业重组将形形色色的企业群体置于少

数垄断大公司的控制之下。成功的垄断公司由此得以降低交易成本,并为其最

终产品设定价格且维持高价。这终结了英国积累体系末期所引发的激烈价格

竞争与萧条局面,并为美国主导的体系积累周期铺平了道路。

然而,我们能否断言,积累危机源于历任霸权国家所依凭的经济组织模式

之耗竭? 阿里吉几乎认同了这一判断,例如他曾写道,“我们在分析体系积累周

期的过程中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每次物质扩张都是以一种特定的组

织结构为基础的,而这种组织结构的生命力又渐渐遭到扩张本身的破坏”②。然

①

②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284;中译文在姚乃强等译本基础上略有修改,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
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第365页。———中译者注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Verso,
 

London
 

1994,
 

p.226.
 

中译文采用姚乃强等译本,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20世

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

291页。———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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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里吉并未将此贯穿始终。事实上,恰恰在试图构建体系积累周期从扩

张阶段转向收缩阶段的清晰因果解释链条时,阿里吉的论述出现了某种

断裂。

例如,在解释漫长20世纪中美国霸权的衰落时,阿里吉并未将其有关组织

结构的分析贯穿始终。当代有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其源头可追溯至伯利

(Berle)和米恩斯(Means)1932年有关现代美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

典研究———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衰退归因于公司组织形式日益

低效。事实上,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他不仅是这一研究进路的

重要贡献者,同时也是20世纪80年代敌意收购浪潮学界最主流的鼓吹手———

就将此过程视为金融势力将以更集中的组织与所有权安排取代现已耗竭的公

司组织形式的手段①。换言之,在此视角下,组织结构与“金融扩张”之间的关联

构成了分析主线。阿里吉完全未提及这类文献,更要命的是,他未能提出逻辑

一贯的立场。相反,他在两种无法调和的观点间摇摆:一种认为美国的公司组

织形式确已变得低效;另一种则认为,竞争对手(尤其是东亚)在类似组织结构

下运转得同样好甚至更为高效。

金融交易与利润来源

阿里吉对金融扩张本身这一他最为关切的根本问题的论述同样呈现出不

连贯性:他识别出重要的历史模式,却未能将其纳入连贯自洽的分析框架中加

以发展。沿袭布罗代尔,阿里吉有效利用了下述基本事实:任何资本主义秩序

的首要需求都是为资本家创造灵活性或流动性。这使资本家能够在不必投身

于任何特定业务领域的前提下最大化其利润机会。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存

在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然而,正如凯恩斯所雄辩地阐明的那样,流动性金

融市场也诱使投资者转向短期投机行为,因为它割裂了企业所有权与对生产性

活动进行盈利性管理之间的联系。由此推知,当特定积累体制“秋天”降临之

际,金融扩张便会接踵而至,因为资本家被迫日益寻求新的盈利性投资渠道。

然而,金融扩张也会随之产生破坏稳定的反馈效应,诚如凯恩斯所言,其程度足

① 基础性参考文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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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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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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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企业沦为投机漩涡上的泡沫①。相较于布罗代尔的原初贡献,阿里吉对该

过程在四个漫长积累周期中的运作提供了更为系统的描述。
然而,究竟何为金融扩张? 它们在历史转型中究竟如何作为因或果运行?

阿里吉对这些问题并未加以澄清。他把金融扩张描述为“某种态势的征兆,在
那种态势下,把钱投向贸易和生产的扩张,不再像纯粹的金融交易那样,能够有

效地服务于增加朝着资本家阶层的现金流目的”②。然而,此处“纯粹的金融交

易”一词纯属概念虚晃,且在全书任何一处———尽管书中多次以不同形式重复

此段论述———他都未给出更清晰的阐释。
当阿里吉试图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循环公式挪用到其长周期模型

时,这种理论模糊性变得愈发明显。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描述为:资本

家以货币(M)为起点,继而或购买既有商品或为新商品生产融资(C),最终目的

则是出售新获商品以攫取利润,即实现货币增殖。因此,基本循环是货币→商

品→增殖货币(M→C→M')。就此公式可见,资本家对其所购买或融资生产的

新商品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毫无兴趣,只对售出它们所能获得的利润感

兴趣。有鉴于此,资本家的理想状况便是直接从货币流转中获利,即实现货币

自我增殖(M→M'),而无需经历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此类情形似乎正体现了许

多“纯粹金融交易”的特征,例如发生在股票、债券或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其中仅

有金融资产被买卖,但所有交易者最终似乎都变得更富有。
阿里吉挪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将每一长周期划分为两大阶段(phase)。

他将第一阶段称为“物质扩张”,视其为马克思货币转化为商品阶段(M→C)的
等同物;第二阶段发生于物质扩张衰退、金融扩张崛起之际,视其为马克思商品

转化为增殖货币阶段(C→M')的等同物。然而,这种挪用遮蔽了马克思框架的

深层逻辑以及长周期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大阶段运行的根本法则:无论在哪

一阶段,资本家的初始货币投资必须在过程终了时创造出更多货币,即利润。
资本主义危机界定的标准正在于整个系统无法充分实现该目标。

只有在此框架下,我们才能有意义地探究金融扩张过程,或者更具体地理

解“纯粹金融交易”———M→M'
 

循环———何以能持续成功运行。然而,阿里吉

①

②

值得注意的是,高鸿业在译介凯恩斯《通论》时,将介词“on”译为“中”,这里我们译为“上”,这样

能够更好体现阿里吉有关企业生产性活动与投机金融性活动的分离隐喻,强调了企业被投机金融性逻辑

主导,从而失去了生产性根基,沦为只是浮在投机表面上的脆弱泡沫,这也反映出阿里吉认为金融化是资

本主义的癌变,而非资本主义的常态。参见:[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
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2页。———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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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Verso,
 

London
 

1994,
 

p.8.
 

中译文采用姚乃强等译本,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著,《漫长的20世纪:
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吴承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0
页。———中译者注



世界历史视角下的当代经济停滞 161  

从未明确提出关于 M→M'循环的最根本问题:倘若利润不是来自商品的生产

与交换,那又从何而来?
 

究其实质,金融交易持续获利存在三种基本解释。首先,利润可能源于一

些资本家赚钱而另一些亏损,这本质上是利润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再分配。在此

情况下,所谓的“金融扩张”仅适用于那些足够幸运或人脉深厚、从而处于交易

赢家一方的资本家。然而,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纯粹金融交易并不构成利润

扩张。

其次,在纯粹金融交易过程中,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强制进行有利于

自身的财富与收入再分配。资本家继而通过金融市场操控手段,为争夺由此增

加的可用利润而相互厮杀。这一情形在当代金融扩张阶段频繁上演,例如在众

多公司并购案例中,交易双方均因股价上涨或股息增加而获益,原因即在于公

司新东家通过背弃对工人群体和社区的既有承诺,压低了工资与税负。类似的

向上再分配情形也适用于诸多历史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政府为向债权人偿还

未偿公共债务而压榨本国民众。

第三种方式在于,如果资本家将资金从利润较低的物质生产与交换领域转

移至利润较高领域,金融交易就能持续获利。这与阿里吉所描述的历史模式关

联最为紧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关键因素并非金融交易本身,而是为生产性

活动融资找到新获利模式,换言之,纯粹金融交易的 M→M'循环之所以能够成

功运行,仅因其底层是一个重新有效的 M→C→M'循环。阿里吉将这一过程描

述为从漫长的 M→C循环转向漫长的C→M'循环,此论断纯属混淆。更一般地

讲,阿里吉若能在 M→M'交易中区分三种不同的利润来源,其历史叙事将大大

受益。

资本主义“顶层”视角

阿里吉在此问题上之所以缺乏清晰性,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他选择将研究聚

焦于其所谓的资本主义秩序内部的“顶层”活动,即政府、商业和金融精英之间

为领土、权力和利润而持续争斗。此种研究策略遵循了布罗代尔颇具挑战性

(provocative)的概念,即资本主义过程本身实际上只在这个顶层运行。在布罗

代尔看来,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下层与非等级制的市场交换中层,是在掠夺性

资本主义(predator
 

capitalism)顶层之下运行的。尽管布罗代尔和阿里吉都充

分认识到,若无底层之存在,顶层亦不复存在,然而显而易见,仅仅关注顶层本

身,很容易导向下述观点:即便对整个系统而言,利润也可以仅仅通过各种未具

体说明的 M→M'金融操控手段维系。



162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6年第1期

阿里吉对资本主义顶层活动的关注还造成了另一系列分析困难。这体现

在他对所谓“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的处理上①。该问题在其

关于漫长的20世纪本身的讨论中尤为突出———若要考量此类运动对资本主义

轨迹的影响,则需纳入社会主义与冷战、社会民主主义与福利国家以及第三世

界反帝斗争的影响。将阿里吉的处理方式同霍布斯鲍姆(Hobsbawm)在《极端

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中 提 出 的“短20世 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加以比较颇有必要。霍氏将20世纪定义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

苏联解体,如今回顾可见,这构成了一个已然终结的、连贯的历史时期”②。一言

以蔽之,霍氏将社会主义挑战及相关议题视为其20世纪叙事的根本塑造者。
阿里吉似乎并未在根本上反对霍氏的判断,其叙事本身也并未忽视来自左

翼的种种挑战。问题在于这些挑战在其分析框架中格格不入。例如,阿里吉认

为冷战相关的军事开支对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贡献卓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

发到美国从越南逐步撤军的23年间。然而他似乎并不将苏联解体视为界定

其20世纪终结的事件,至少肯定不像东亚崛起那样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转

折点。
纵观《漫长的20世纪》全篇,我们可将其理解积累体制转型之法与其自身优

劣作一类比。阿里吉的首要目标是将布罗代尔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铺陈叙

事整合提炼。他已成功完成此任务,其分析框架颇具启发性(illuminating)———
总体而言,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长周期,特别是揭示长周期、
霸权制体制演化与金融扩张过程之间的相互关联,尤其是这些过程如何阐明当

代局势。然而其“集约式”(intensive)整合框架过于局限,难以涵盖过去六个世

纪所生成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所有核心要素。此外,阿里吉虽认识到其整合

工作需要以明确的理论工具为基础,但在运用其所选理论工具时失之审慎,这
或许是由于驾驭此等宏大工程着实困难。

然而,问题不仅在于阿里吉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方法。更根本的问题

在于他试图用一个相对僵化的分析模型维系关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的叙事。
这种方法论与日益广泛的共识发生冲突,即经济体系的特征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或 与 之 相 关 的 “复 杂 性”(complexity)与 “滞 后 效 应”
(hysterisis)概念———也就是说,任何特定时期的具体结果都取决于一系列因

素,而这些因素的偶然组合方式又为下一轮不确定组合设定了条件。承认路径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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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mma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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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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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New
 

York
 

1994,
 

p.5;中译文在郑明萱译本基础上略有修改,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6页———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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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并非否定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总体理论的重要性。不过,它确实凸显出,在
考察任何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动态时,要使此类分析站得住脚是何等的困难。

最后,阿里吉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从“黄金时代”到“铅时代”

的资本主义当代巨变及其前景? 他对当前时期金融资本崛起背后的广泛力量

提出了独到见解,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贡献。然而,阿里吉的视角不够聚焦,充
其量只能作为我们思考最紧迫问题的一般性指南,例如,金融资本究竟如何导

致西方持续的经济停滞,以及何种政策举措和政治联盟才能挑战其权力。简言

之,阿里吉既展现了宏大抱负的优势,也展现了过度扩张的危险———在社会科

学中如此,在霸权政体的历史中亦然。




